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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159V《妙法蓮華經玄贊科文》寫卷重探
――兼論遼國通往西域的“書籍之路”∗

秦樺林

　敦煌文獻P.2159V號是一件引人矚目的寫卷，該寫卷首題“妙法蓮華經玄贊科
文卷第二”，後署“燕臺憫忠寺沙門詮明科定”。畢素娟先生《遼代名僧詮明著作在
敦煌藏經洞出現及有關問題――敦煌寫經卷子 P2159經背 1研究》一文（以下簡稱
“畢文”）對該寫卷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不僅指出該寫卷的撰者詮明是遼代名僧，而
且把該寫卷傳入敦煌的年代與藏經洞封閉的時間問題聯繫起來，認爲藏經洞封閉的
時間在“曹賢順表示降夏後到西夏正式佔領敦煌之間（即 1030―1035年）”1。
　畢文的觀點既有贊成者，也有反對者。前者如方廣錩先生《敦煌藏經洞封閉的
年代之我見》2，後者如榮新江先生《敦煌藏經洞的性質及其封閉原因》3。榮新江先生
指出：“把遼僧詮明著作的傳入敦煌放在 1006―1020年間的根據，僅僅是因爲史料
記載統和、開泰年間遼與沙州之間往來不絶，並無實證。”他繼而提出該寫本傳播到
敦煌的另一種可能性：“詮明此書完成於 965―1002年間，995年經敦煌往西天取經
的僧道猷，曾把北京石壁沙門傳奧的《梵網經記》帶到敦煌，也不排除他把詮明著作
於此時一併攜來的可能性4。”
　筆者大體贊成榮先生的觀點，本無確切紀年的P.2159V號寫卷是否能作爲論證
敦煌藏經洞封閉時間的堅實證據值得商榷，其文獻性質應從寫本學的角度進一步辨
析。不過，榮先生認爲P.2159V號傳播到敦煌與僧道猷有關，我們認爲，把一份無
題記的寫卷與某位具體的僧人聯繫起來，推測成分不免過大，恐難以成立。其傳播
路徑可從更爲廣闊的“書籍之路”的視野出發來進行重新審視。

∗本文爲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敦煌變文全集”（14ZDB095）階段性成果，並受浙
江大學“雙一流”重點建設項目“中華優秀文化傳承與創新計劃”資助。

1畢素娟《遼代名僧詮明著作在敦煌藏經洞出現及有關問題――敦煌寫經卷子 P2159經背 1研究》，
《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總 18、19期（1992），頁 133―139。

2方廣錩《敦煌藏經洞封閉的年代之我見》，方廣錩《敦煌學與佛教學論叢》上册（香港：中國佛
教文化研究所出版有限公司，1998），頁 54―55、80。

3榮新江《敦煌藏經洞的性質及其封閉原因》，榮新江《辨僞與存真――敦煌學論集》（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10），頁 25―26。

4榮新江《敦煌藏經洞的性質及其封閉原因》，榮新江《辨僞與存真――敦煌學論集》，頁 26。



一、P.2159V號寫卷的性質
　如果從寫本學的立場看，以往討論P.2159V號《妙法蓮華經玄贊科文》寫卷的
論文，大多側重於該寫卷與敦煌藏經洞封閉時間之間的關係問題，寫卷本身反而探
討得不够全面、充分，還留有不少問題值得深入研究。比如P.2159寫卷正面與背面
的文獻究竟是何種關係？ P.2159寫卷究竟是抄寫於遼國，還是抄寫於敦煌？ 與遼
朝佛教有關的P.2159V號在整個敦煌文獻中究竟處於何種地位？
　P.2159寫卷一面爲《金剛般若經依天親菩薩論贊略釋秦本義記》卷上5，《伯希
和劫經録》將此面定爲正面；另一面爲《妙法蓮華經玄贊科文》卷二6與《大方廣佛
花嚴經》卷七二7，《伯希和劫經録》將此面定爲背面8。
　《金剛般若經依天親菩薩論贊略釋秦本義記》，題“西京崇聖寺沙門知恩集”。方
廣錩先生撰有此文獻的題解：“P.2159，唐知恩集。原著二或三卷。首尾俱存，係卷
上。如標題所示，是依據北魏菩提流支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來疏釋後秦鳩摩
羅什所譯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歷代大藏經未收，後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
八十五卷9。”蕭文真先生近年撰寫的博士論文則對知恩書進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10。
　知恩《金剛般若經依天親菩薩論贊略釋秦本義記》不見於中土現存歷代經録，高
麗義天所編《新編諸宗教藏總録》“金剛般若經”下著録“義記二卷 知恩述”11，應即
此書簡稱，可知該書實爲上、下兩卷。知恩雖然生平不詳12，但應爲唐人無疑。《金
剛般若經依天親菩薩論贊略釋秦本義記》卷上云：“此經前後凡經六譯……第四隋大
業中笈多三藏所譯金剛能斷，並譯無著論兩卷。第五大唐三藏玄奘法師所譯名能斷
金剛，又有日照三藏功德施論兩卷。第六周義淨三藏所譯。”朝代中唯有唐朝稱“大
唐”，則知恩確當爲武周以後的唐人。知恩自署“西京崇聖寺沙門”，據日本《入唐沙
門圓行承和六年（839）請來經佛道具目録》“顯教經論疏章等”類下著録“《金剛般
若經依天親菩薩論贊釋疏》一部二卷　崇聖寺沙門鹿 撰”13，此“鹿 ”（一作“塵
外”14）亦爲崇聖寺僧人，且書名與知恩書極其近似，由此可知，依據北魏菩提流支

5圖版見《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 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 186―196。
6圖版見《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 7册，頁 197。
7圖版見《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 7册，頁 198―206。
8王重民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頁 257。
9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頁 684；又見方廣錩《敦煌遺書

中的〈金剛經〉及其注疏》，方廣錩《敦煌學與佛教學論叢》上册，頁 384。
10蕭文真《唐知恩〈金剛般若經義記〉研究》（中正大學博士論文，2013）。
11《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5卷，頁 1170。
12參見蕭文真《唐知恩〈金剛般若經義記〉研究》第二章第一節《〈金剛般若經義記〉作者考》，頁

24―36。
13《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5卷，頁 1073。
14張固也先生認爲當作“塵外”，參見張固也《崇聖法師及其三宗義》，張固也《唐代文獻研究》（鄭

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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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來研習《金剛經》是崇聖寺的一大風尚。蕭文真先生
認爲：“知恩《義記》成立時間應在長慶二年（822）至承和六年（839）之間15。”如
此，則知恩很可能爲中唐時期人。張固也先生則認爲知恩是初唐時期人：“《大周刊
定衆經目録》編纂於天册萬歲元年（695），卷一五末附載校經目僧，内有大白馬寺
僧知恩，時代相符，或即同一僧人，先後移住兩寺而已16。”此說僅據僧名相同，便
牽合爲一，恐難以成立。
　既已明瞭知恩乃唐代長安崇聖寺僧人，則可知畢素娟先生認爲知恩乃遼僧的觀
點不確。她認爲：“P.2159寫卷很可能就是僧人在燕京、西京（大同）等地雲遊時抄
録的……因爲這卷經所抄録的西京崇聖寺沙門知恩集的《金剛般若經依天親菩薩論
贊略釋秦本義記》以及《大方廣佛花嚴經卷第七十二》都是遼境内和五臺山一帶盛
行的17。”文中把崇聖寺所在的“西京”當作遼國地名，明顯有誤。
　衆所周知，遼國流行華嚴宗，因此《大方廣佛華嚴經》非常盛行。但我們不能僅
據此點就斷言P.2159V號《大方廣佛花嚴經》卷七二是遼代寫經。敦煌文獻中《大
方廣佛華嚴經》唐譯八十卷本寫卷衆多，據張小豔先生、傅及斯統計，共有 178號18。
其中保存原題“大方廣佛花嚴經”的就有BD14708號（卷六七）、S.1536號（卷六
八）、BD2233號（卷七七）等。可見，P.2159V號《大方廣佛花嚴經》卷七二仍屬
於敦煌當地寫經的可能性極大。
　傅及斯《敦煌本〈華嚴經〉整理與研究》對P.2159V號《大方廣佛花嚴經》卷七
二僅作卡片目録式的簡介19，未展開研究。實際上，該經的寫本情況對於釐清P.2159

寫卷正面與背面文獻之間的關係至關重要。據張小豔先生、傅及斯介紹，敦煌文獻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譯八十卷本中首尾完整的寫卷只有三號，P.2159V號便是其中
之一20。從 IDP資料庫的彩色圖版觀察，該經書寫謹嚴，字距疏朗，無改字塗抹；共
11紙，畫有界行，每紙 28行，每行 17字，屬於標準的寫經。反觀P.2159《金剛般
若經依天親菩薩論贊略釋秦本義記》卷上，儘管大體以楷書書寫，但不無潦草，紙面
未畫界欄，文字佔滿天頭地脚，且存在改字塗抹現象。兩相對照，可以斷定，應當是
先抄寫的《大方廣佛花嚴經》卷七二，然後時過境遷，被人利用背面抄寫的《金剛般
若經依天親菩薩論贊略釋秦本義記》卷上。因此，《伯希和劫經目録》中的正面、背
面關係實際上是弄反的。

15蕭文真《唐知恩〈金剛般若經義記〉研究》，頁 52。
16張固也《崇聖法師及其三宗義》，張固也《唐代文獻研究》，頁 239。
17畢素娟《遼代佛教與敦煌》，《遼金史論集》第 6輯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200。
18張小豔、傅及斯《敦煌本唐譯“八十華嚴”殘卷綴合研究》，《浙江社會科學》2015年第 6期，頁

116。
19傅及斯《敦煌本〈華嚴經〉整理與研究》(復旦大學碩士論文，2014)，頁 74。
20張小豔、傅及斯《敦煌本唐譯“八十華嚴”殘卷綴合研究》，《浙江社會科學》2015年第 6期，頁

116。

201



　這種利用正規佛經的背面進行抄寫的現象，在敦煌文獻中屢見不鮮。比如中國
國家圖書館所藏BD01345號寫卷，正面抄寫《妙法蓮華經》卷四，字體端嚴，有界
行。背面抄寫《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二五、《阿毗曇毗婆沙論》卷三二、《摩訶僧
祇律》卷七、《般泥洹後灌臘經》、《沙彌羅經》、《大方廣佛華嚴經》（唐譯八十卷本）
卷七三、《金剛仙論》卷一〇等 7個文獻，字跡草率，無界行。一望而知，乃是書手
利用正規寫經《妙法蓮華經》卷四的背面進行抄寫，以備自用。
　既已明實際上《大方廣佛花嚴經》卷七二纔是P.2159號原卷的正面，《金剛般若
經依天親菩薩論贊略釋秦本義記》卷上乃是利用寫經背面書寫，那麽我們再來看與
《大方廣佛花嚴經》卷七二同屬一面的《妙法蓮華經玄贊科文》卷二。《妙法蓮華經
玄贊科文》卷二寫在《大方廣佛花嚴經》卷七二之前的包首上，字跡潦草，文字佔滿
天頭地脚。首題“妙法蓮華經玄贊科文卷第二”前後共抄寫三遍，署名“燕臺憫忠寺
沙門詮明科定”前後共抄寫兩遍（其中第二遍誤抄成“燕臺‘寺’忠寺沙門詮明科
定”），明顯帶有習書性質，很可能是寺廟僧學啟蒙教育的產物，而並非正規的文獻。
可以判定，在P.2159號寫卷中，《妙法蓮華經玄贊科文》卷二是最晚抄寫的文獻。
　而畢素娟先生認爲：“敦煌發現的P.2159經背 1顯然係抄寫本，並且不知何故先
抄了一紙未完，第二紙又重抄，僅抄一小段就戛然而止。空白一段後即開始抄《大
方廣佛花嚴經卷第七十二》。從字跡看抄寫人是認真的，所留空餘，似乎原打算把未
抄部分補足的，不知何故終未能果21。”以上觀點有違寫本的實際情況，筆者完全不
能同意。
　由以上可知，從P.2159號寫本正、背面文獻之間的關係看，《妙法蓮華經玄贊科
文》卷二的抄寫時間最晚；從書寫情況看，《妙法蓮華經玄贊科文》卷二字跡最潦草；
從内容看，《妙法蓮華經玄贊科文》卷二也遠遠不及《大方廣佛花嚴經》卷七二、《金
剛般若經依天親菩薩論贊略釋秦本義記》卷上那樣首尾完整。可見，《妙法蓮華經玄
贊科文》卷二既無確切的年代題記，也稱不上正規的文獻。把這樣一件材料放大其
意義，運用到敦煌藏經洞封閉時間的討論中，只會徒增紛擾，很難得出堅實的立論。

二、詮明著作的西傳
　儘管P.2159V號寫卷《妙法蓮華經玄贊科文》卷二難以作爲探討敦煌藏經洞封
閉時間的堅實證據。但這件很可能屬於寺廟僧學啟蒙教育的寫本，對於研究遼代前
期佛教文獻的對外傳播無疑具有重要價值。
　前文已述，P.2159號寫本中的《大方廣佛花嚴經》卷七二抄寫時間最早，並且

21畢素娟《遼代名僧詮明著作在敦煌藏經洞出現及有關問題――敦煌寫經卷子 P2159經背 1研究》，
《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總 18、19期（1992），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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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敦煌當地正規寫經的可能性極大。因此，利用寫經背面抄寫的知恩《金剛般若
經依天親菩薩論贊略釋秦本義記》卷上，以及利用寫經包首抄寫的詮明《妙法蓮華
經玄贊科文》卷二也自然都是在敦煌抄寫的。
　“燕臺憫忠寺沙門詮明”所撰《妙法蓮華經玄贊科文》卷二，無疑應當是根據
敦煌以外的書籍進行抄寫的。而唐人知恩的著作則存在兩種可能性，一種是知恩書
在敦煌原有流傳22，另一種是知恩書的底本也是從敦煌以外傳來。筆者認爲，後一種
可能性較大。高麗義天所編《新編諸宗教藏總録》“金剛般若經”下不僅著録知恩的
《義記》二卷，同時還著録有詮明述《宣演科》二卷、《宣演會古通今鈔》六卷、《消
經鈔》二卷科一卷23。而 P.2159號寫卷恰好是在寫經背面、正面包首分別抄寫有知
恩《金剛般若經依天親菩薩論贊略釋秦本義記》與詮明的《妙法蓮華經玄贊科文》。
以上現象或許並非偶然的巧合，這提示我們，知恩《義記》二卷很可能是義天通過遼
國的傳播途徑搜集到的。有一項實物證據可以印證這一點，據蕭文真先生調查，韓
國清州印刷博物館收藏有一部十五世紀朝鮮世祖朝重修本知恩《義記》，該書卷末刊
記云，底本原刊刻於遼代“壽昌四年（1098）”24。與此東傳高麗相類似，知恩與詮明
的著作一起從遼國向西傳播到敦煌的可能性很大。
　如果此說成立，那麽P.2159號寫卷中的知恩與詮明的著作很可能抄寫於大約公
元 1000年前後。從 P.2159號寫卷的抄寫情況看，敦煌當地的僧人對知恩與詮明的
著作的接受度明顯存在差異，相比較而言，更加重視前者。這或許與敦煌當地僧團
一向重視唐人義疏不無關係。詮明所撰的科文因其條理明晰，則很可能納入敦煌寺
廟僧人的啟蒙教育之中。因爲同爲唐人義疏的窺基《妙法蓮華經玄贊》在敦煌深受
重視，在敦煌文獻中保存有大約 40號寫本25。詮明的科文之所以得到傳抄，正是由
於敦煌僧人爲配合閱讀、研習窺基《妙法蓮華經玄贊》的緣故。
　那麽，敦煌僧人所接觸到的詮明《妙法蓮華經玄贊科文》底本究竟是怎樣的形
態？ 我們不妨做一下推測。該書固然可能是通過寫本的傳抄流入敦煌，但更大的可
能性是以刻本的形態傳播而來。衆所周知，詮明著作的遼代刻本發現於山西應縣木
塔，包括《法華經玄贊會古通今鈔》卷二及卷六、《成唯識論述記應新抄科文》卷三、
《上生經疏科文》。後兩種與《妙法蓮華經玄贊科文》同屬科文體裁。特別是《上生經
疏科文》遼刻本，卷首題“上生經疏科文一卷”，後署“燕臺憫忠寺沙門詮明改定”，
卷末題記云：“時統和八年歲次庚寅八月癸卯朔十五日戊午故記，燕京仰山寺前楊家

22蕭文真先生指出：“P.2159敦煌本（知恩書），歷來學者無關於該寫卷年代之敘録。唯落合俊典指
其作於八至九世紀之間，但並未說明其依據。根據寫卷風格、字體、行款等判斷應該爲九至十世紀之
唐寫本。”（蕭文真《唐知恩〈金剛般若經義記〉研究》，頁 113）尋繹其文意，蓋主張知恩書自唐代以
來即在當地流傳。然而知恩書在敦煌文獻中僅爲孤本，在缺乏複本的情況下，此說亦頗難證實。

23《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5卷，頁 1170。
24蕭文真《唐知恩〈金剛般若經義記〉研究》，頁 113。
25秦龍泉《敦煌本〈妙法蓮華經玄贊〉敘録釋例》，《魅力中國》2018年第 3期，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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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造26。”由是可知，詮明的著作早在公元 990年就已經在遼國的印刷中心燕京刊刻。
而科文不同於純文字的義疏，主要依靠的是章節分段與綫條圖示來表達意旨，因此，
刊本流布比寫本傳抄更能保持著作原貌，不容易出現綫條畫錯或綫條與章節錯搭的
情況。我們有理由相信，詮明《妙法蓮華經玄贊科文》也應存在與統和八年（990）本
《上生經疏科文》刊刻時間大體接近的遼國刻本，此刻本大概正是敦煌文獻P.2159V

號寫卷《妙法蓮華經玄贊科文》卷二的底本來源。
　儘管在敦煌文獻中並未發現遼刻本的存在，但這並不意味着在公元 10世紀末葉
與 11世紀初葉，遼刻本没有傳入敦煌。在莫高窟北區石窟中出土有一件《觀藥王藥
上二菩薩經》刻本殘片，編號爲B159：2，經竺沙雅章先生鑒定，爲《契丹藏》刻本，
他指出：“這可能就不是單行的經典，而是自《契丹藏》中析離的經本。如此，則這一
殘片可以說是顯示《契丹藏》流傳至敦煌的證據之一27。”衆所周知，北宋初年敦煌曾
從中原王朝那裏獲頒《大藏經》。遼聖宗統和年間是否曾仿效北宋佛教外交的舉動，
把遼國刊刻的完整的《契丹藏》頒賜給敦煌？ 史無明徵，姑且存疑。但《契丹藏》
殘葉在莫高窟北區的發現，至少說明不少單本形態的遼刻本確曾傳入敦煌。P.2159V

號寫卷《妙法蓮華經玄贊科文》卷二所依據的底本大概正是來源於此類傳入敦煌的
遼刻本。

三、遼國通往西域的“書籍之路”
　從遼國的印刷中心燕京出發，向西延伸，存在着一條綿延萬里、通往西域的“書
籍之路”。這一點被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所證實。在山西應縣木塔、內蒙古黑水城遺
址、甘肅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新疆吐魯番等地點都發現有數量多寡不同的遼刻本
的存在，並且以佛教文獻爲大宗。
　“書籍之路”無疑是以“絲路之路”的發展作爲前提的。遼國通往西域的“書籍
之路”大體遵循的是草原絲路與沙漠絲路28。這兩條路綫之間還存在不少支路可以互
聯。如果用今天的地名對上述路綫進行大致的勾勒，草原絲路的路綫爲：從北京出
發，經張家口、大同、呼和浩特、包頭至河套地區，再經額濟納旗、哈密、吉木薩爾
抵達吐魯番。沙漠絲路的路綫爲：從靈武出發，經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然後進
入新疆。

26山西省文物局、中國歷史博物館主編《應縣木塔遼代秘藏》(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 282、
288。

27（日）竺沙雅章著、徐沖譯《莫高窟北區石窟出土的版刻漢文大藏經本》，彭金章主編《敦煌莫
高窟北區石窟研究》上册 (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1)，頁 250。

28路綫名稱參見徐萍芳《中國境內的絲綢之路》，徐萍芳《絲綢之路考古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17)，頁 4-5。

204



　以遼代燕京憫忠寺學僧詮明爲例，他的著作向西流傳的過程便是上述“書籍之
路”的一個縮影。畢素娟先生對此有很好的推斷：“敦煌、燕京兩個佛教中心必是名
師學僧傳道講經，學經受法的嚮往之地。敦煌是去西域取經學法的必經之地；燕京是
去五臺、西京（大同）、中京（大定府）禮佛雲遊的集散之處。……伯希和經録P.2159

寫卷，很可能就是僧人在燕京、西京（大同）等地雲遊時抄録的，然後帶回敦煌，或
路過敦煌獻給那裏寺院的29。”儘管她是把寫卷中“西京崇聖寺沙門知恩”的唐西京
誤解爲遼西京。但總體來看，她所推測的路綫還是非常具有合理性的。
　在從燕京通往敦煌的“書籍之路”網絡上，固然存在種種可能的路綫。但一般來
說，古代書籍的傳播，尤其是宗教文獻的傳播，往往會通過職業僧侶、一般信衆甚至
商人之手，在較爲鄰近的幾個宗教中心之間進行傳遞，並逐漸擴大到遠距離的地區
與地區之間。因此，就詮明著作的傳播而言，筆者認爲“燕京―西京（大同）―應州
―五臺山―靈州―敦煌”這樣的一條路綫的可能性最大。“燕京―西京（大同）―應
州”皆在遼國境內，毋庸贅述。“五臺山―靈州―敦煌”的路綫在此稍作說明。靈州
地處通往河西與漠北的交通要道之上，自晚唐五代以來，從中原、華北地區前往敦
煌，多取徑靈州。比如歸義軍時期寫本 S.383號《西天路境》記載：“東京至靈州四
千里地。靈州西行二十日至甘州……又西行五日至肅州。又西行一日至玉門關。又
西行一百里至沙州界。”又如 S.529同光二年（924）定州（今河北省定縣）開元寺僧
歸文的牒狀云：“今遂西行，死生無憾。昨於五月中旬以達靈州。”足見靈州在絲綢
之路上交通樞紐的地位。據印度所藏敦煌藏文獻Ch.83.xi記載，從五臺山出發的僧
人，西行至敦煌，靈州爲其必經之地30。
　前文已述，詮明著作的刻本在應縣木塔（位於遼代應州）有出土實物發現。實
際上，詮明的著作不僅傳播至地處遼國邊境的應州，還曾傳入北宋的國都汴梁。入
宋日僧成尋所撰《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六記載，熙寧六年（1073）二月廿八日，時在
汴梁，“北地多學慈恩宗。予學《玄贊》，由被告示。小僧問：‘《攝釋》《鏡水抄》有
無？’答：‘無有。’給以契丹僧作《詮明抄》，釋《玄贊》書者31。”足見解釋《妙法
蓮華經玄贊》的遼僧詮明的著作在中原腹地也有流傳。由此不難推斷，與遼國應州
鄰近、屬於北宋管轄的五臺山地區自然也會有詮明的同類著作流傳。
　由於佛教原因，敦煌地區歷來盛行五臺山崇拜信仰，信徒往來不絶。榮新江先
生即指出：“敦煌資料表明，晚唐到宋初，前往印度求法的僧人從未斷絶……其中引
人注目的是五臺山與西行與東返的求法僧人關係最爲密切，表明了當時五臺山文殊

29畢素娟《遼代佛教與敦煌》，《遼金史論集》第 6輯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200。
30參見榮新江《敦煌文獻所見晚唐五代宋初中印文化交往》，《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南

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頁 956。
31（日）成尋著、王麗萍點校《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六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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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信仰的興盛32。”以北宋管轄的五臺山爲中繼站，或沿草原絲路，或遵沙漠絲路，
完全可以連接起華北的燕京與河西的敦煌兩地。因此，燕京學僧詮明的《妙法蓮華經
玄贊科文》能够大約在公元 1000年前後流傳至敦煌，並通過傳抄的形式保存下來，
完全在情理之中。正如榮新江先生所指出的，絲綢之路上“這些東往西來的僧人，也
就成爲各民族或政權文化交往的使者。一些僧人把隨身攜帶或專門抄寫的佛教文獻
留給沙州僧衆或官府，豐富了敦煌的佛教文化寶庫”33。
　儘管“燕京―西京（大同）―應州―五臺山―靈州―敦煌”這一路綫要穿越遼、
宋、西夏三國的大片區域。但佛教本身就是遼、宋、西夏三國的共同信仰，以宗教信
仰爲紐帶，佛教文獻的傳播不僅不會受到阻礙，反而會從文化層面、精神層面加强
絲路交通網絡的内部聯繫。從這個意義上講，“書籍之路”也有反哺“絲綢之路”的
一面，值得引起我們的足够重視。

（作者爲浙江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所講師）

32榮新江《敦煌文獻所見晚唐五代宋初中印文化交往》，《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頁 962。
33榮新江《敦煌文獻所見晚唐五代宋初中印文化交往》，《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頁 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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